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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國憲法規定，宣戰權在國會。但因為國際衝突事件層出不窮，國會無法及時有效針對美國出兵與否做出決斷，所以對海外使用武力的權力便逐漸落到總統的手上。在越戰甫結束時，美國國會通過「戰爭權力法」（War Powers Act）以限制總統的用兵權，但此法不僅在制訂時便受到諸多限制，就在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先於2002年下半年起轟炸伊拉克南部禁航區內數十個目標與2003年3月中旬不顧聯合國尚未授權便以先發制人（pre-emption）、自衛（self-defense）等藉口出兵攻打伊拉克時，此法似仍無法發揮立法當時所預期的功效，而美國國會此次在戰爭陰霾籠罩時，只能坐視總統與其行政團隊對伊拉克「開戰」。
本文之主要目的便在由「戰爭權力法」的觀點來探討美國總統與國會在對外用兵權力上的分野、限制與現狀。第一部分將依據美國憲法說明美國總統與國會在外交權上的分權與制衡。第二部分則說明「戰爭權力法」的內容與歷史實踐，藉以瞭解總統與國會在海外使用武力的優勢及劣勢。第三部分將先概述2003年的美伊第二次戰爭發生時，美國行政部門（尤其是白宮）與國會的態度，再輔以「戰爭權力法」為工具，研析該法在二次美伊戰爭中之角色，以及行政、立法部門在戰爭權力上的消長。第四部分為結論，並針對短期內總統與國會的戰爭權力變化做出預判。
美國總統與國會的外交權：憲法觀點

總統與國會在美國外交上都扮演中重要的角色，二者依據美國憲法取得其外交權力。不過，憲法也因此變成美國行政與立法在外交政策上衝突的根源之一。
無疑地，美國憲法賦予國會較多的外交權，共可概分為七大類，包括管理對外貿易（第一條第八款第三項）；認定發生於公海上的海盜、詐欺以及違反國家法律行為（第一條第八款第十項）；宣戰及發出捉拿特許狀（第一條第八款第十一項）；培養及扶植陸軍（第一條第八款第十二項）；提供並維持海軍武力（第一條第八款第十三項）；為治理及管制武裝部隊制訂規則（第一條第八款第十四項）；諮詢與同意大使之任命（第二條第二款第二項）。相對而言，憲法上總統的外交權則僅限於陸、海軍（實為美國政府軍隊）之最高統帥（第二條第二款第一項）；任命大使（第二條第二款第二項）；締約（第二條第二款第二項）；接見外國使節（第二條第二款第三項）。因為此種分權制衡的設計，使得美國外交政策的決策機制變成高度分權，亦即總統與國會在外交上相互爭奪控制權（Henkin, 1987/1988: 284-287）。紐斯達特（Neustadt, 1990: 27）稱國會與總統為「分權但分立的機關」（separated institutions sharing power）。

國會雖然看似擁有較多的外交主導權，但事實上，自從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時期開始，總統便希望擴大在外交方面的權力，而國會部分的抱怨時有所聞（Mann, 1990: 6）。在外交政策的形成與執行上，也很難在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之間找到一個適切的平衡點。不過，從歷史的實踐而言，似乎外交權一直是行政部門的一個重要功能，而非國會的重要功能；換言之，吾人必須從政治層面方能更清楚掌握國會與行政部門在外交上的互動軌跡（Lindsay, 2003: 532-533）。

根據陶爾（Tower, 1981: 229）的看法，國會對於總統外交權的第一個重大挑戰始於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時期，到了1930年左右，國會已經強大到足以杯葛總統的外交政策。但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國會欲向總統爭奪外交權的腳步暫緩了下來，總統的外交權再度凌越國會外交權之上。一直到了越戰中、後期，國會才又開始爭取外交上的主導權。
在這段期間當中，行政與立法在外交上的關係可分為四個階段，亦即1944年至1950年國會對行政部們的妥協（accommodation）、1951年至1955年國會對行政部門的敵意（antagonism）、1955年至1965年國會對行政部門的默許（acquiescence）、以及1966年至1969年的模糊（ambiguity）（Bax, 1977: 881-904）。直到尼克森（Richard Nixon）宣布美軍將自越南撤離以及其後「水門案」的爆發，國會才漸漸覺醒，努力在外交政策上取得與總統平衡的地位。大致上，因為蘇聯等共產勢力的威脅，總統及其幕僚在這段期間享有較高的外交權力，且能夠盡量擴展憲法所賦予的外交權。從杜魯門（John Truman）到尼克森，只要以維護國家利益當作口號，常常在推行外交政策上是無往不利。
尼克森之後的福特（Gerald Ford）與卡特（Jimmy Carter）總統或因國會的覺醒，或因個人特質與興趣的關係，所以時常在外交上必須受制於國會。美國與蘇聯之間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便是國會介入行政部門外交決策的顯著例子。羅薩提（Rosati, 2003: 303）因此認為，「行政與立法互動的的歷史顯示了，當國會愈成功地伸張其憲法所賦予的外交權力時，總統在外交政策的推動上就愈礙手礙腳」。
當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於1980年上台時，主要因為蘇聯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與日益擴張的政軍意圖，使得總統在美國外交決策中的主導性又逐漸增強。雖然其間有伊朗軍售醜聞（Iran-Contra scandal）的影響，但雷根個人魅力與國際局勢讓行政部門的外交權持續佔有優勢。到了老布希（George Bush）時期，其資深外交經歷與對外事務的熟稔程度也使得行政部門的優勢得以持之不墜。在雷根與老布希時代，總統的外交權或許是在二次大戰後至「九一一」事件前最顛峰的時候，因為下述幾項原因：一、行政部門可以在外交事務上保持秘密；二、「戰爭權力法」所能發揮的影響極為有限；三、總統對於武器裁減談判的主導力增加；四、1983年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v. Chadha的判決讓國會對總統否決權的效力大打折扣；五、總統對預算的掌握比前幾任都要好；六、總統可以使用道德訴求（bully pulpit）以及否決法案或妥協的雙刃劍（Barilleaux, 1990: 69）。
在柯林頓（Bill Clinton）時代，初期他還承繼了前任共和黨總統的餘威，在外交上面佔了上風，但到了1994年國會期中選舉後，便面臨參、眾兩院由共和黨掌權的局面，加上俄羅斯的威脅已不若以往，以致外交大權旁落，讓國會在與總統的外交權爭奪戰中扳回不少頹勢。2000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上任後，經過「九一一」事件與對阿富汗戰爭的勝利，再加上原來參院屬民主黨、眾院屬共和黨的局面在2002年期中選舉後已全面由共和黨取得優勢，使得總統的外交權又見擴大，國會反而在反恐、愛國等考慮下，讓行政部門在外交上有更多揮灑的空間。
由歷史觀之，美國總統的外交權往往比國會的外交權來得大。雖說在七零年代國會對於戰略武器裁減與外援等方面曾有顯著影響，在九零年代國會在民主黨籍參議員賀姆斯（Jesse Helms）的主導下，致使美國改變多項外交人事佈局，同時否決了美國加入禁止核子試爆條約（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等行政部門數項重要外交決策，但是大體而言，這些並未對於總統的外交權造成根本性的限制，也未真正將國會在外交政策上的影響力擴張到足以制衡總統的地步。
「戰爭權力法」的內容與二次美伊波灣戰爭前的實踐

美國民眾一般而言不太關心外交事務。在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國會對於美國涉入海外戰爭的立場多半是保留的，所以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對國外貨物課徵高關稅，藉以保護美國經濟；稍後在1935年至1937年，國會又通過了一系列的中立法案，希望不要讓美國捲入另一場大戰之中。不過，在1936年的「美國Vs.寇提斯．萊特出口公司等」（U.S. v. Curtis-Wright Export Corporation et al.）一案中，最高法院承認總統在外交關係上的權力，是不需要以國會的決定為依歸。

隨著冷戰的開始，美國亦調整其國家安全與涉外事務的組織與結構，例如國家安全會議、國防部與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等的設立及改組，在在顯示美國政府對於國家安全及外交的重視。上述各行政單位因為其專業背景，往往成為美國在對外用兵與採購武器時的重要決策來源（Cairo, 2001）。然而，在越戰失利後，許多人（包括國會議員）認為是總統過大的外交權將美國帶入了越戰的泥淖之中，而且憲法賦予總統向敵對力量用兵的權限尚有疑義，因此希望稀釋總統的用兵權，讓國會扮演一個制衡的力量。「水門案」的深入調查更讓國會決定通過原本已被擱置的一些反戰法案，甚至連尼克森的外交左右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及（Henry Kissinger）都不再請求尼克森在越南戰場採取進一步的報復行動，因為季辛及認為「水門案」將對尼克森帝王式的總統權（”imperial” presidency）有嚴重的打擊（Brown, 1983: 380-381; Hook and Spanier, 2004: 134-135）。 

國會於七零年代初期曾對於是否限制總統對外用兵的權力有過激辯，後來參眾兩院通過了相關法案，但送到尼克森總統時遭到否決。直到越戰失利的消息傳回美國，國會趁勢推翻了尼克森的否決，進而於1973年11月7日制訂了「戰爭權力法」。參議院的表決是以75票對18票通過，眾院亦以超過三分之二的壓倒性多數通過。國會維持了原戰爭法案，在米德（Mead, 2002: 190-191）眼中，是傑佛遜式（Jeffersonian）欲伸張國會在美國對外衝突的主導權之表現。


「戰爭權力法」的目的在於「實現美國憲法制訂者之意旨，確保國會與總統的集體判定將用於美國武裝部隊（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進入敵對（hostilities）或明顯可能引發衝突的環境，以及用於持續在前述環境使用武力的情況」（Sec. 2a）。為限制總統的海外用兵權，該法要求總統在用兵前，應利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every possible instance）與國會諮商，在用兵至撤兵前也應經常地（regularly）與國會諮商。此外，總統應在用兵後的48小時內向國會報告，在持續用兵的階段總統亦應時常（periodically）向國會報告戰事，每次不得久於6個月。最後，當總統將武裝力量運用在海外敵對或危險情勢時，國會在收到總統報告後的60天內應當批准或否決總統的用兵權。若總統以書面告知國會該次用兵事關美國國家安全，則國會可延展30天再做出決定。若參眾兩院通過聯合決議案否決總統用兵的決定，則該次派出之所有武裝部隊應撤回美國。
支持「戰爭權力法」的人士認為，該法可以讓行政部門不致輕啟戰端，且可以讓憲法變成美國海外用兵的一項資產，而非負擔（Jordan, Taylor, and Korb, 1993: 129）。反對「戰爭權力法」的人（包括後任總統）則認為該法違憲（Grimmet, 2004: 2），而且國會並避可能成為戰爭決策時的助力。譬如福特總統便曾在為廢除「戰爭權力法」答辯時說道：「當危機爆發時，（總統）不可能有效地使國會加入到決策過程中」。


雖然有部分學者認為「戰爭權力法」造成了總統與國會之間外交權力的變動，使行政部門在外交決策上的影響力減少了（Jordan, Taylor, and Korb, 1993: 51; Mallaby, 2000: 4），但亦有學者認為該法並未實質上減損總統在外交上的權力（Fisher and Adler, 1998; Vanderbush and Haney, 2002: 186; Swazo, 2004: 33），甚至可能為總統在用兵時開了一扇「巧門」，間接增強了總統的軍事權（Rosati, 2003: 314-315）。另有一較為折衷的看法，認為「戰爭權力法」或許符合憲法精神，但內容與精確度可能還要再斟酌（Henkin, 1987: 300）。

由「戰爭權力法」制訂後的實踐來看，在美國多次對外的軍事行動中，經國會宣戰而後使用武力者僅有1812年美英戰爭、1846年美墨戰爭、1898年美西戰爭、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算是一般被認為在外交上權力最弱的福特總統，他任內的六次用兵決策都不是先向國會報告。這六次包括了1975年將美國公民及難民自大南（DaNang）金邊和西貢撤離、1975年派兵奪回被柬埔寨扣留的瑪雅格斯（Mayaguez）號商船、以及1976年兩次自黎巴嫩撤僑的行動。根據福特總統自己的說法，在這些軍事行動中，許多國會議員甚至對「戰爭權力法」在保僑及撤僑行動中的適用能力感到懷疑（Ford, 1977）。
費雪（Fisher, 2004: 160-168）更檢視了「戰爭權力法」施行後美國涉入的幾場主要軍事衝突，包括1990-1991年的第一次美伊波灣戰爭、1992年美國出兵海地、1994開始的美國干涉波士尼亞內戰、1998-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2003年的第二次美伊波灣戰爭，認為分權制衡在對外用兵的案例上很難找到有力的論證，因為國會不僅很難在用兵這議題上挑戰總統權，而且在憲法所賦予的權力並不明確的請況下，國會因此傾向於將用兵權讓渡給總統，不直接挑戰總統。例如，1990-1991年的第一次美伊波灣戰爭中，國會已經授權總統以包括軍事手段在內的任何手段將伊拉克軍隊逐出科威特，此點即符合「戰爭權力法」的精神。因此，就算隨後有31位眾議員前往聯邦法院控告柯林頓總統未能遵守「戰爭權力法」，但法院認為控告無效，因為這些議員所持的理由與之前眾議院對於總統的授權並不一致。
葛利米（Grimmet, 2004）則由「戰爭權力法」的觀點審視總統在南斯拉夫與波士尼亞內戰、科索沃戰爭、1991年後的伊拉克、1993年迄今的海地動亂、1992-1995年索馬利亞等衝突案例中的用兵情況， 也是認為總統以事後向國會報告的方式，巧妙地迴避了「戰爭權力法」的硬性規定，卻又以符合該法精神的作法，尋求國會的支持。
2002年阿富汗戰爭在上述兩個研究中並未被提及，但因其為美國重要對外用兵的案例之一，所以此處稍加說明。在阿富汗戰爭開始之前，事實上國會也給予總統充分的立法授權，同意總統在任何情況下，可以使用包括軍事手段在內的任何方式來保障美國安全。小布希便在2001年10月以事後向國會報告的方式，告知國會已經對阿富汗的神學士（Taliban）政權與發動「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的蓋達組織（Al-Qaeda）採取軍事行動。小布希在發動軍事攻擊前，的確得到國會的授權，但根據若干法律見解，小布希所獲得的是不完全的宣戰（跟老布希在第一次波灣戰爭中一樣），他必須在發動全面戰爭前通知國會並得到通過，否則只能有限度地使用武力（Boyle, 2002）。
由前述分析可知，「戰爭權力法」在2003年二次波灣戰爭之前，其實已經是處處受到政治上的限制，所以當二次波灣戰爭來臨時，該法仍然不能對於限制總統的海外用兵權造成任何實質上的效果。
「戰爭權力法」與二次美伊波灣戰爭

小布希於2003年3月19日正式指揮美國軍隊進入伊拉克境內，並與英國合作，展開一連串軍事行動。同年3月21日，小布希以符合「戰爭權力法」精神的作法，通知美國國會其已對伊境用兵的事實，表示要解除伊拉克武裝、維護區域安全與穩定，進而保障美國本身的安全，但其宣稱不知這些軍事行動將為期多久，亦不知範圍可能會涵蓋多廣。

事實上，美國眾議院早在2002年10月10日以296票比133票通過決議案（H. J. Res. 114）（見表一），參議院在同年10月11日以77票對23票通過共同決議（見表二），授權總統使用武力以維護美國免於遭受來自伊拉克方面的安全威脅，並要求政府執行所有聯合國有關伊拉克的決議文。小布希復於同年10月16日簽署使之成為法律。
 在國會這次的聯合決議中，參議院共和黨籍議員僅有夏非（Lincoln Chafee, R-RI）投反對票，眾議院共和黨籍議員則有鄧肯（Duncan Hunter, R-CA）、李奇（James A. Leach, R-IA）等6人投票反對，羅克馬（Marge Roukema, R-NJ）及史鄧普（Bob Stump, R-AZ）則選擇不投票。在民主黨方面，雖然參議院有22票反對、眾議院有127票反對，但亦有約半數的民主黨籍議員選擇授權總統，以致於讓前述決議案輕鬆過關。
表一 眾議院H. J. Res. 114聯合決議案投票情形
	
	YEAs
	NAYs
	Pres
	NV

	Republican
	215
	6
	 
	2

	Democratic
	81
	126
	 
	1

	Independent
	 
	1
	 
	 

	Total
	296
	133
	 
	3


資料來源：http://clerk.house.gov/evs/2002/roll455.xml
表二 參議院H. J. Res. 114聯合決議案投票情形
	YEAs --77

	Allard (R-CO)
Allen (R-VA)
Baucus (D-MT)
Bayh (D-IN)
Bennett (R-UT)
Biden (D-DE)
Bond (R-MO)
Breaux (D-LA)
Brownback (R-KS)
Bunning (R-KY)
Burns (R-MT)
Campbell (R-CO)
Cantwell (D-WA)
Carnahan (D-MO)
Carper (D-DE)
Cleland (D-GA)
Clinton (D-NY)
Cochran (R-MS)
Collins (R-ME)
Craig (R-ID)
Crapo (R-ID)
Daschle (D-SD)
DeWine (R-OH)
Dodd (D-CT)
Domenici (R-NM)
Dorgan (D-ND)
	Edwards (D-NC)
Ensign (R-NV)
Enzi (R-WY)
Feinstein (D-CA)
Fitzgerald (R-IL)
Frist (R-TN)
Gramm (R-TX)
Grassley (R-IA)
Gregg (R-NH)
Hagel (R-NE)
Harkin (D-IA)
Hatch (R-UT)
Helms (R-NC)
Hollings (D-SC)
Hutchinson (R-AR)
Hutchison (R-TX)
Inhofe (R-OK)
Johnson (D-SD)
Kerry (D-MA)
Kohl (D-WI)
Kyl (R-AZ)
Landrieu (D-LA)
Lieberman (D-CT)
Lincoln (D-AR)
Lott (R-MS)
Lugar (R-IN)
	McCain (R-AZ)
McConnell (R-KY)
Miller (D-GA)
Murkowski (R-AK)
Nelson (D-FL)
Nelson (D-NE)
Nickles (R-OK)
Reid (D-NV)
Roberts (R-KS)
Rockefeller (D-WV)
Santorum (R-PA)
Schumer (D-NY)
Sessions (R-AL)
Shelby (R-AL)
Smith (R-NH)
Smith (R-OR)
Snowe (R-ME)
Specter (R-PA)
Stevens (R-AK)
Thomas (R-WY)
Thompson (R-TN)
Thurmond (R-SC)
Torricelli (D-NJ)
Voinovich (R-OH)
Warner (R-VA)


	NAYs --23

	Akaka (D-HI)
Bingaman (D-NM)
Boxer (D-CA)
Byrd (D-WV)
Chafee (R-RI)
Conrad (D-ND)
Corzine (D-NJ)
Dayton (D-MN)
	Durbin (D-IL)
Feingold (D-WI)
Graham (D-FL)
Inouye (D-HI)
Jeffords (I-VT)
Kennedy (D-MA)
Leahy (D-VT)
Levin (D-MI)
	Mikulski (D-MD)
Murray (D-WA)
Reed (D-RI)
Sarbanes (D-MD)
Stabenow (D-MI)
Wellstone (D-MN)
Wyden (D-OR)


資料來源：http://www.senate.gov/legislative/LIS/roll_call_lists/roll_call_vote_cfm.cfm?congress=107&session=2&vote=00237

在小布希聯合英國正式對伊拉克發動攻擊後，參議院在2003年3月20日通過了95號決議案，除了支持總統在伊拉克用兵的行動之外，也對涉入此事的美國國防與國家安全等軍文人員表達由衷感謝；眾議院於翌日則通過104號決議案，其中對小布希作為三軍統帥，在全球反恐戰爭中伊拉克戰事所展現的堅強與果決的領導，以及對美軍將士及其家屬的英勇及支持表示感謝。然而，在此次代號為「伊拉克自由行動」（Operation Iraqi Freedom）的海外軍事行動中，白宮與國會的關係並非全然如此順利。
小布希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後的先發制人（preemption）策略與美國優先（American primacy）思維正好給了鷹派決策人士一個攻擊伊拉克的理由。時任國防部副部長的伍佛維茲（Paul Wolfowitz）據傳早在2001年9月15日左右便建議小布希舉兵推翻海珊政權，因為該政權的穩定度相對脆弱（Woodward, 2002: 83）。其他新保守派人士對國際恐怖主義的看法亦愈來愈激進，例如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舒茲（Richard H. Shultz）、凱根（Robert Kagan）、葛瑞契（Reuel Marc Gerecht）等多人便認為美國是個例外的國家，應該挺身而出以剷除邪惡暴政，其中當然包括了支持恐怖主義的政權。他們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約十天，便公然將伊拉克列為美國全球反恐作戰的主要目標，即便證據不足，業應將推翻海珊政權列為反恐的要項之一（Kristol, et. al., 2001）。史密特（Gary Schmitt, 2001）稍後也特別撰文認為海珊一日不除，美國反恐便一日難竟其功。這些人士的主張與願景，與小布希政府認為海珊對美國造成立即而明顯的威脅不謀而合，進而導致了2003年3月的第二次波灣戰爭。反對派人士則認為，如果小布希等人對於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錯誤認知能夠改變的話，或許就可以避免該次戰爭的發生（Daalder and Lindsay, 2003: 167）。
2002年8月26日，白宮律師發表公開意見，認為小布希可以不經國會同意便對伊拉克採取先制策略，其主要理由有三：第一、總統是憲法規定的三軍統帥；第二、1991年波灣戰爭決議文的條件依然有效；第三、2001年9月14日國會的聯合決議案（S. J. Res 23）准許總統使用武力對抗恐怖主義。時任少數黨領袖的民主黨籍眾議員蓋哈特（Dick Gephardt, D-MO）則在記者會中宣稱，總統需否國會同意以對伊拉克用兵已經不僅是法律問題了，因為總統需要民眾與國會的支持以持續任何對伊拉克的軍事計畫。

行政部門面對國會的要求並未退縮。錢尼（Richard B. Cheney）副總統於2002年8月下旬出席「海外戰役退伍軍人協會」（Veterans of Foreign Wars）大會時，特別針對攻伊問題提出辯解，強調應由總統決定是否對伊拉克發動軍事攻擊。同年9月12日，小布希於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對於聯合國安理會遲遲未能授權美國攻伊暗表不滿與不耐，並再次抨擊海珊違反人權、與恐怖主義掛勾、製造及非法購入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等等。對於國會不願積極配合攻伊行動，小布希甚至於同年9月23日在紐澤西州的演說中指責參議院未能在關鍵時刻給予他更富彈性的授權（尤其是有關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乃因為參議院對於華盛頓的特殊利益的興趣遠甚於對美國人民安全利益的興趣。此說引來了當時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戴修（Tom Daschle, D-SD）的抗議，並且演講中直指小布希想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目的之一就是為該年共和黨的國會期中選舉創造更大的利基。
因此，小布希政府與新保守主義者的主張不僅在聯合國遭受到阻力，更在國會內部遭遇民主黨甚至是同黨議員的反對。早在2002年7月開始，當時由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便針對美國是否攻打伊拉克海珊（Saddam Hussein）政權的問題舉行了一連串的聽證會，會中兩黨的議員均明確表示，希望小布希在發動對伊拉克的攻擊之前，能事先與國會諮商，並讓國會有機會以投票方式表達意見（Lindsay, 2003: 542-543）。民主黨原本計畫將國會投票暫延，並將白宮所提議的法案內容改成較具約束力的決議文，後來並未成功。不過，諸如比爾德（Robert C. Byrd, D-WV）等自由派參議員早在2002年10月3日辯論參議院46號決議案時便主張，給予總統武力解決伊拉克所帶來的威脅是史無前例的決定，也是美國憲法總統權的擴張，此舉不僅會使聯合國功能與威信遭受打擊，更會影響另一個主權國家的命運。比爾德在翌年2月中旬參議院的演說中，更直言反對小布希的先制攻擊，因為它與傳統自衛的概念並不相合，而且違反了當代國際法與聯合國憲章（Swazo, 2004: 23-24）。
在授權之後，民主黨眼見戰爭情勢不如預期，加以選票考量，因此又紛紛站出來批評小布希政府。例如民主黨籍的李柏曼（Joe Lieberman, D-CT）雖然在2002年10月11日時投票支持授權總統得以武力維護美國免於遭受來自伊拉克方面的安全威脅決議文，但他在戰爭結束後認為小布希政府沒有做好足夠的準備便派兵深入伊境，亦未能得到歐洲盟邦全面的支持，以致於陷入進退兩難的地步。在2004年2月時，戴修更直陳當時民主黨之所以會授權給小布希，有部分原因是因為行政部門給了國會錯誤或不佳的情報。
即便共和黨籍參議員海格爾（Chuck Hagal, R-NE）在2002年8月下旬亦表示，「我不玩什麼合法不合法的遊戲。如果總統要讓我們國家投入戰爭，他最好擁有國會和人民對他的支持」。
 史派特（Arlen Specter, R-PA）亦於2002年10月上旬在參議院發言時強調，此事不能忽略憲法在美國政治上的分權制衡原則。白宮方面則低調處理此事，強調國會在最近一連串的外交事件中均極有幫助，總統也非常樂見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在這些事情上一致的支持。不過，隨著在美國伊拉克軍事行動的不順，來自共和黨內的砲火仍然不斷，另一重量級的共和黨籍參議員、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魯格（Richard Lugar, R-IN）在2004年9月中旬更針對去年原本180億美元的重建伊拉克基金只花了10億的事情，直指是共和黨政府無能。約莫與此同時，另一共和黨籍參議員夏非則明白表示其在伊拉克戰爭與墮胎等極為重要議題上，的確與小布希政府有不同的看法，其是否在該年年底的總統選戰支持小布希，尚在未定之天。
在眾議院，蓋哈特於2002年10月的決議案上亦跳脫黨派與政治倫理，投票授權小布希以武力保護美國免於伊拉克海珊的威脅。該決議案在眾議院之所以會通過，而且在參議院也獲得勝利，一般認為是小布希、海斯特（J. Dennis Hastert, R-IL）議長、蓋哈特、羅特（Trent Lott, R-MS）參議員（時任少數黨領袖）等要角之間的協議。但對其他民主黨眾議員而言，小布希攻伊的說法似乎站不住腳。民主黨籍的波諾（David Bonior, D-MI）與麥德摩（Jim McDermott, D-WA）眾議員曾在1991年第一次美伊波灣戰爭時投下反對票，在2002年9月時，他們訪問巴格達，主張海珊政權應該被解除武裝，但美國不應為海珊政權而攻打伊拉克，小布希不應該誤導美國民眾。
根據蓋洛普（Gallup）、CNN與USA Today的民調，小布希的政治聲望在「九一一」事件後達到最高峰，在「九一一」事件後的約半年內，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美國民眾支持小布希，甚至在2002年9月左右都還可以達到百分之六十六的支持率。雖然小布希的聲望未能持續保持在「九一一」事件後的高點，到了2005年6月中旬，其支持率降低至百分之四十七，不支持率反倒成為百分之五十一（見圖一及表三），但之前的高民氣使行政部門在面對國會的反彈聲浪時，可以堅持立場。



圖一 小布希總統最近一年（2004/07-2005/06）的民間支持率
資料來源：Gallup/CNN/USA Today, http://www.pollingreport.com/national.htm#Bush
在是否支持攻打伊拉克方面的民調方面，根據蓋洛普、CNN與USA Today所提供的數據而言，從2002年10月至戰事發生後的半年內（約為2003年9月），超過一半以上的美國受訪者支持攻打伊拉克。因為伊境戰後動亂不斷，美軍死亡人數遠超過在正規戰爭中的死亡人數，所以支持者與反對者的比例逐漸拉近，甚至到2005年4月之後，支持的比率降至百分之四十二至四十五，而反對的比率高漲至百分之五十三至五十五之間（見表四）。觀察家認為，國會因為「九一一」
表三 小布希總統2001年8月至2005年6月的民間支持率
	Dates
	Approve%
	Disapprove%
	Unsure%
	N

	6/16-19/05
	47
	51
	2
	1,006

	5/20-22/05
	46
	50
	4
	1,006

	4/4-7/2005
	50
	45
	5
	1,010

	3/7-10/2005
	52
	44
	4
	1,004

	2/7-10/2005
	49
	48
	3
	1,008

	1/7-9/2005
	52
	44
	4
	1,008

	12/5-8/2004
	53
	44
	3
	1,003

	11/7-10/2004
	53
	44
	3
	1,016

	10/9-10/2004
	47
	49
	4
	1,015

	9/13-15/2004
	52
	45
	3
	1,022

	8/9-11/2004
	51
	46
	3
	1,017

	7/8-11/2004
	47
	49
	4
	1,005

	6/3-6/2004
	49
	49
	2
	1,000

	5/7-9/2004
	46
	51
	3
	1,003

	4/5-8/2004
	52
	45
	3
	1,014

	3/8-11/2004
	50
	47
	3
	1,005

	2/9-12/2004
	51
	46
	3
	1,002

	1/9-11/2004
	59
	38
	3
	1,003

	12/11-14/2003
	56
	41
	3
	1,011

	11/10-12/2003
	51
	45
	4
	1,004

	10/10-12/2003
	56
	40
	4
	1,004

	9/8-10/2003
	52
	43
	5
	1,025

	8/4-6/2003
	60
	36
	4
	1,003

	7/7-9/2003
	62
	34
	4
	1,006

	6/9-10/2003
	62
	34
	4
	1,029

	5/5-7/2003
	69
	28
	3
	1,005

	4/7-9/2003
	69
	26
	5
	1,018

	3/14-15/2003
	58
	38
	4
	1,007

	2/7-9/2003
	61
	34
	5
	1,000

	1/10-12/2003
	58
	37
	5
	1,002

	12/9-10/2002
	63
	32
	5
	1,009

	11/8-10/2002
	68
	27
	5
	1,014

	10/14-17/2002
	62
	31
	7
	1,002

	9/5-8/2002
	66
	30
	4
	1,004

	8/5-8/2002
	68
	26
	6
	1,007

	7/9-11/2002
	73
	21
	6
	1,004

	6/7-8/2002
	74
	18
	8
	800

	5/6-9/2002
	76
	19
	5
	1,012

	4/8-11/2002
	75
	20
	5
	1,003

	3/8-9/2002
	80
	14
	6
	802

	2/8-10/2002
	82
	14
	4
	1,001

	1/11-14/2002
	83
	13
	4
	1,008

	12/6-9/2001
	86
	10
	4
	1,002

	11/8-11/2001
	87
	9
	4
	1,005

	10/11-14/2001
	89
	8
	3
	1,011

	9/21-22/2001
	90
	6
	4
	1,005

	9/14-15/2001
	86
	10
	4
	1,032

	9/7-10/2001
	51
	39
	10
	1,004

	8/10-12/2001
	57
	35
	8
	1,017


資料來源：Gallup/CNN/USA Today, http://www.pollingreport.com/BushJob.htm
事件所得到的超過五成五的支持度（見表五）
，卻不能繼續守成，反倒讓白宮在政治上得利，利用團結的高民氣，以愛國主義炒作「九一一」攻擊及其後續發展，使得1970年代初期開始民主黨於外交政策上的較高支持率不再，而小布希在外交權力的爭奪上漸獲優勢（Lindsay, 2003: 537-538）。共和黨也篤定民主黨不敢全面反對授權總統以武力應付來自伊拉克的安全威脅案，因為到了期中選舉時，民主黨必定擔心會因此遭到共和黨以不愛國、不顧國家安全為由大加抨擊，進而影響選票。
表四 美國民意支持小布希處理伊拉克問題的比例
	Dates
	Approve%
	Disapprove%
	Unsure%

	4/29 - 5/1/2005
	42
	55
	3

	4/1-2/2005
	43
	54
	3

	2/25-27/2005
	45
	53
	2

	2/4-6/2005
	50
	48
	2

	1/7-920/2005
	42
	56
	2

	11/7-10/2004
	47
	51
	2

	9/24-26/2004
	48
	49
	3

	6/3-6/2004
	41
	57
	2

	5/7-9/2004
	41
	58
	1

	4/16-18/2004
	48
	49
	3

	3/26-28/2004
	51
	47
	2

	1/29 - 2/1/2004
	46
	53
	1

	12/5-7/2003
	50
	47
	3

	11/3-5/2003
	45
	54
	1

	10/6-8/2003
	47
	50
	3

	9/8-10/2003
	51
	47
	2

	8/25-26/2003
	57
	41
	2

	7/25-27/2003
	60
	38
	2

	6/12-15/2003
	63
	34
	3

	4/14-16/2003
	76
	21
	3

	3/29-30/2003
	71
	27
	2

	3/14-15/2003
	56
	41
	3

	1/31 - 2/2/2003
	54
	42
	4

	1/3-5/2003
	55
	40
	5

	12/2002
	55
	39
	6

	10/2002 
	52
	40
	8


資料來源：Gallup/CNN/USA Today, http://www.pollingreport.com/iraq2.htm.
由於美軍滯留在伊拉克境內所造成的傷亡數字不斷增加，在2005年6月時據信已達1,700人陣亡、12,000受傷，因此在同年6月16日，一份關於美國自伊拉克撤軍問題的跨黨派決議案在眾議院提出，提案的議員包括了瓊斯（Walter B. Jones, Jr., R-NC）、波爾（Ron Paul, R-TX）、艾伯克隆比（Neil Abercrombie, D-HI）以及庫奇尼區（Dennis Kucinich, D-OH）。
表五 國會在2001年6月至2005年5月的民間支持率
共和黨的表現：
	Dates
	Approve%
	Disapprove%
	Unsure%

	4/29 - 5/1/2005
	42
	50
	8

	11/2003
	48
	49
	3

	10/2003
	51
	44
	5

	4/2002
	59
	30
	11

	8/2001
	49
	40
	11

	6/2001
	49
	43
	8


民主黨的表現：
	Dates
	Approve%
	Disapprove%
	Unsure%

	4/29 - 5/1/2005
	40
	52
	8

	11/2003
	47
	50
	3

	10/2003
	45
	48
	7

	4/2002
	57
	32
	11

	8/2001
	52
	38
	10

	6/2001
	54
	37
	9


資料來源：Gallup/CNN/USA Today, http://www.pollingreport.com/congjob.htm

此決議案要求白宮至遲在2006年10月1日前將十餘萬的美軍撤離伊拉克；但更得一提的是，主要提案人瓊斯原本是極為支持對伊拉克作戰的保守派國會議員，但他現在表示，若因此而丟掉席位亦在所不惜。眾議院多數黨領袖迪雷（Tom DeLay, R-TX）針對此事發表聲明，認為自我設限（訂出撤軍時間表）會抵損美軍在之前為了反恐所做的努力，而且以前沒有用，未來也不會有用。
瓊斯等人的提案與民主黨重量級參議員甘迺迪（Ted Kennedy, D-MA）近年來所主張的撤軍論如出一轍，而渥特斯（Maxine Waters, D-CA）眾議員等三十餘人更已在國會發起「遠離伊拉克」國會連線（”Out of Iraq” Congressional Caucus），但小布希等依然表示，提出撤軍時間表將會引發伊境更大規模的動亂，且其他共和黨人亦多不對瓊斯的提案表示贊同。更有消息指出，撤軍的提議遭到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及英國國防部長胡恩（Geoff Hoon）的聯手反對，以致於英美聯軍遲遲無法撤出伊拉克。
 事實上，美國相關國防官員亦曾表示民意對於駐軍伊拉克支持程度日漸下滑的關切，因為根據蓋洛普在2005年6月12日所做的調查發現，原本在兩個月前只有百分之三十七的民眾支持立即自伊境撤軍（無論是全數或部分撤軍），但此次的比例則升高到百分之五十九。

由此觀之，當前國會與民間中質疑小布希伊拉克政策的聲浪不斷，顯見國會雖然尚處於「九一一」事件後到處瀰漫的愛國主義大環境中，卻已經意識到總統在外交與戰爭權方面可能又將凌駕於國會之上，可能會破壞開國先賢所設立的分權制衡原則。但兩黨在一開始除了希望能夠以「戰爭權力法」為基礎，仔細處理美國未來的對外武力安排及使用之外，隨著戰爭的爆發，兩黨對於小布希政府在伊拉克後續的戰事便陷入了政治角力與政治口水之中。無法發揮制約行政權的功能，這似乎是「戰爭權力法」的歷史宿命。 
結論：「戰爭權力法」對府會外交權力爭奪的影響
「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是美國本土第一次遭受外敵攻擊的重大事件，也使得金融中心紐約與位於華府的五角大廈遭受重創。在同仇敵慨的氣氛之下，國會多數對於小布希三軍統帥職責表現出相當的尊重，同時給予其許多合法使用武力的彈性授權與政治支持，這也是美國政治文化的傳統之一；當然，1983年的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v. Chadh案及「戰爭權力法」文字用語模糊不明也都使得美國總統在調派軍事力量時，往往可以暫時規避國會的監督。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v. Chadh案中，承審的最高法院法官認為國會針對總統的命令做出否決的共同決議案是違憲的；「戰爭權力法」則在諸多關鍵文句（例如「敵對」、「明顯可能引發衝突的環境」、「每一個可能與國會諮商的機會」、「經常地與國會諮商」、「時常向國會報告」）定義不清，讓總統有機可乘（Rosati, 2003: 316 & 369）。「戰爭權力法」的本意是在限制總統的用兵權。雖然其或許尚未如部分研究者所言，「在執行戰爭與使用武力的這個重要政策領域之內，國會已經放棄了它所代表的責任」（Boylan and Phelps, 2001: 121），但到底其所能發揮的影響力為何，的確值得深思。
總的來說，在二次美伊戰爭這個案例中，國會先以「戰爭權力法」作為爭取分享決策權力的手段，但最後還是必須坐待衝突的發展，然後才被動地在討論與辯論中選擇如何回應。再者，此次美伊戰爭中，共和黨議員在2002年10月的授權法案中多表贊成，在伊拉克用兵遇到阻礙後，持批判立場共和黨議員的意見多半集中於對此一作戰計畫執行之不完善，而其態度多未明顯反對小布希的伊拉克政策。小布希政府則在國外無強大威脅、國內特殊利益團體與新行政部門領導階層保守主義意識型態影響力增強的情況下，以少數人把持美國外交方向，逐漸走向單邊主義的外交政策。在短期內，此種單邊主義的外交傾向應該不會消失（Skidmore, 2005: 223）。不過，2002年初民主黨還佔多數的參議院也並非讓小布希就此稱心如意，譬如在「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方面，國會便修改了部分白宮原本希望的內容，並對於爭議過大的條文加以限制。由此可見，雖然國會在戰爭權方面似乎一時難與總統抗衡，但在其他外交或國家安全決策方面，仍然可以透過民主機制參與決策，並表達支持或不同意見。
那麼，美國國會可否依賴「戰爭權力法」來制衡總統可能獨斷的外交權呢？從歷次美國總統對海外用兵的情況看來，該法只有在極大的軍事衝突事件中才有可能顯露出影響力，其他規模相對較小的用兵行動並不受到該法的約束。自福特之後的歷任美國總統又聲稱該法違憲，而且在未同意遵守該法的情形下，已經對外用兵多次，顯見該法至今仍是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吾人應能瞭解，期待一個分裂的國會透過效力不彰的「戰爭權力法」去制衡一個老謀深算而且掌握國家軍事機器的火神（vulcans）戰爭團隊是不切實際的事。
 目前只有當行政部門將權力擴展太快，超過某種立法部門或一般大眾所能容忍的範圍時，或者行政部門趁戰爭期間貪贓枉法之醜聞被揭發之後，立法部門才比較有趁機扳回一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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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德將美國外交政策的途徑分為四個流派，分別是漢米爾頓式（Hamiltonian，表示結盟取向、商業取向）、威爾遜式（Wilsonian，表示道德理想主義掛帥的）、傑佛遜式（表示重視內政穩定、分權制衡的）、以及傑克遜式的（Jacksonian表示重視國家安全與經濟福祉但不先發制人的）。參見米德（Mead, 2002: xvii, 86-89）。


� 福特的理由為：一、國會議員多不熟悉對外政策的情況；二、國會議員要達成共識，困難度極高；三、向議員提供的高度機密的情報並不保險；四、等待諮商可能使總統冒極大的懲罰風險；五、與國會領袖諮商並不代表可以約束一般議員（尤其是年輕、獨立性愈來愈高的議員）。請見福特（Ford, 1977）。


� 參見Public Law No.107-243, To Authorize the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H.J. Res. 114)。





� “WH Lawyers: Bush can Order Iraq Attack,” CNN.com, http://www.cnn.com/2002/ALLPOLITICS/08/26/bush.iraq/.


�參閱「錢尼推促攻伊，尊重國會同意權」，自由時報，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2/new/aug/28/today-int2.htm。在第二次美伊戰爭後的一年半，海格爾仍然不能苟同小布希的作法，聲稱「我不認為我們正邁向勝利。我們在伊拉克有麻煩了，而且是大麻煩。」參見”McCain: Bush not Straight Enough on Iraq,” CNN.com, September 19, 2004, http://www.cnn.com/2004/ALLPOLITICS/09/19/iraq.senators/.


� 蓋洛普對於國會支持度的民調，在2001年10月11至14日的數據中甚至高達百分之八十四。參見http://www.pollingreport.com/job.htm。


� “Kennedy: Giva Iraq back to Iraqis,” CBS/AP, January 28, 2005, 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5/01/27/iraq/main669789.shtml.


� John Hendren and Cynthia H. Cho, “War Criticism and Concerns Both Growing,”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7, 2005; and Patrick Martin, “Bush Faces Growing Opposition to Iraq War,”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June 18, 2005, http://www.wsws.org/articles/2005/jun2005/bush-j18.shtml. 


� 「火神」一詞乃曼恩（James Mann）描述小布希政府支持對海珊政權用兵的主要成員（如錢尼、倫斯斐等人）。他除了於書中分析這些成員如何處心積慮地發動第二次對伊拉克戰爭之外，亦對該次戰爭正反雙方的意見得失做出評估（Man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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